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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译场的回顾与前瞻 
 
王雷泉 程 群 
 
 
一、翻译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作用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文献确凿可考者算起，已有整整二千年。除非是天纵之圣，不假文字而契会心印，

绝大多数中国人要读懂并领会释迦牟尼所创、印度历代佛弟子所传的佛法，唯有通过翻译一途。欧阳渐以

结集——阐发——翻译——刊刻四个环节，概括佛教传播发展的基本过程：“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

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

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在这四个环节中，中

国当然不仅仅只占翻译、刊刻这二个，但中国法师和学者的经义阐发和创宗立说，却都是建立在翻译基础

上的；即便是下个世纪有可能对所有语系的佛经进行重新结集，如果中国佛学界有能耐参与其事，也离不

开翻译一途。因此，被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中称作“托命”之事的翻译，在笔者看来，至少具有三层重

大意义：一、它是印度佛学演化为中国佛学的必经桥梁和载体；二、翻译造就了巨大的社会需求空间，不

仅推动中国佛教义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催生了佛经刊刻印刷等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三、翻译事业也是这

个世纪之交中国佛学复兴并走向世界的资粮准备。 
 
佛经翻译不同于一般翻译，汤用彤先生曾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对古今译风的差异慨叹道：“今日

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

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 
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中国历史上有过二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一次是自东汉末年至

北宋长达近千年的佛经翻译，一次是十九世纪以降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特别是科技书籍

的大量引进。前者追求的是终极解脱、安身立命的理体，属形而上的道；后者追求的是富国强兵、民生改

善的事用，属形而下的器。既然有道体和器用的分判，反映在翻译方式和态度上，当然会有极大的差异。 
 
要译好一部佛教作品，译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临事以敬的求道精神；二、深厚的佛学素养；三、良好

的外文基础和中文表达能力。当今中国佛学界，同时具备这三种素质的人才，可说是寥若晨星。这样的人

才，过去曾经有过，但老成正在凋谢；未来应该会有，但新秀还在成长之中。那么，在最需要承上启下的

现时代，以我等中下的资质，应该如何从事佛教论著的翻译呢？根据自己翻译实践中的甘苦和经验教训，

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古代“译场”的方式。 
 
 
二、历史上译场的组织与运作方式 
 
按台湾学者曹仕邦先生的说法，中国的佛经翻译，最初实行的是“讲译同施”的方式，译场同时就是一个庞

大的佛学教育机构；隋唐以后，转为小型精干的专家群体；宋以后，成规模的译场不复存在，翻译转为一

人自译或两人对译的形式（参见《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东初出版社，1990 年）。本文主要讨论前二种

方式。 
 
（一）“讲译同施”的方式 
 
在印度，讲经法会盛行质询辩难，法师藉问答和辩论，引导听众进一步了解经义。汉代佛法东传，最早展

开翻译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皆通汉语，在翻译佛经的同时讲解经义，听众将记录整理出来，就成为中国最

早的译本，译讲同施的风气由此展开。在西晋以前，少有兼通梵汉两种语言的译经者，所以常出现“咫尺千

里，觌面难通”的局面。而且翻译纯属私人活动，没有计划，“值残出残，遇全出全”。 
 
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道安在关中网罗学僧组织译

经事业。后秦姚兴西迎鸠摩罗什至长安，礼为国师，请他在逍遥园主持译场，集名僧八百，有徒众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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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这是国立译场的开始。这一时

期的译场，最主要的翻译程序有如下几种： 
 
1、口译：主译先将经文用梵文或西域文诵读，然后口译成汉语。 
 
2、传语：不通汉语的外国法师，由“传语”负责口译，讲解梵本。竺朔佛译《般舟三昧经》时，支娄迦谶

负责传语，这是最早的一例。此例一开，西僧即使不学汉语也能在中土讲经，华人亦借着讲经的法会而译

出完整的佛典。 
 
3、笔受：口译出的每句经文，经主译的讲解，听众的咨问辩难，直到在场众人再无疑问，才由笔受写定。

例如真谛译《摄大乘论》时，“一句之中，循环辩释”，“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核，释意若竟，方

乃著文。”当时的译场，除了“笔受”在翻译时担任记录，其他的听众也作笔记，再由笔受归纳整理。因此

经文译出后，许多由笔记整理而成的义疏也于译场同时产生。 
 
4、校勘：译出的佛经需跟原文校勘后才能成定本。主译“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再三对勘，始为定本。”
校勘工作初由通华文的主译或传语负责，后来另归专人，译文的用字在检校时才作最后决定。例如，佛陀

跋陀罗校勘《华严经》费时一年半，鸠摩罗什译出《禅经》六年后又将该经检校一次。 
 
当时译场助手众多，鸠摩罗什在关中有助手三千，菩提流支在洛阳也有徒众一千余人。他们并非全部直接

参与译经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听主译讲授义理的弟子。因此译场堪称当时的国立佛教大学，在这里培养出

众多杰出的佛学人才。如罗什门下最著名的弟子僧肇，他所写的《般若无知论》，就是在协助鸠摩罗什翻

译《大品般若经》并听其讲解经义之后，向导师呈缴的一篇读书笔记。 
 
（二）“精选助手”的方式 
 
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华人的梵文知识日益增长，“借众听以集其成事之说”的方式渐渐趋于淘汰，转而向

精选助手方面发展。唐朝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译场规模却大大缩小，译场助手由僧正根据

佛学、儒学修养并重的原则在全国精选。译经三百卷的鸠摩罗什有助手三千，而译经千卷的玄奘，助手仅

有二十三人，但各具专长而且职责分明，颇似今日的研究所或编译馆，是一种紧密的有序组织。 
 
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译场分工有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等，多

达十一种。他们在精通梵汉、深晓佛理的主译领导下，研讨梵经义理，每出一书，皆多数人协力分工之结

果。以玄奘为例，他在译场上讲解梵本后，经文义理的诠定归“证义”负责，译文文句的联缀和润色归“缀
文”负责，汉字的问题找“度语”，梵文的问题找“证文”，玄奘在译经过程中处于总裁的地位。这种完备的

翻译组织，使玄奘主持的译场在十九年中译出佛经一千三百余卷。 
 
上述二种译场，分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所”。译场的产生和演变，因应着中国佛教发展的深

度和广度，但有个前后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不计成本、不计功利的求道事业。所以，现代世俗社会轻视

翻译工作，翻译成果的评价和报酬偏低，导致第一流人才不愿从事翻译等现象，在古代的中国佛教界根本 
不存在。历代高僧传，都把译经一科高居全书之首，就是对译经贡献的最好评价。 
 
三、世纪之交能否重开译场？ 
 
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佛教在世纪之交面临传入中国二千载罕见的存在性危机。佛教独特的修证精神，在

当今中国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中日益丧失；佛学研究与佛教教育，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巨大。在

师资、资料、资金短缺的现时代，即使是“土法炼钢”，筹备起若干佛教大学和研究所，也需要通过翻译，

先将教材和参考书大量引进。而在佛书出版领域，由于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无法指望现在的出版界提供

高等佛学教育的教材体系。换言之，最需要建立的是以宗教悲情和学术规范为价值指向的“译场”式的编译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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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佛教也面临传入二千年难见的机遇。国际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使佛经的载体，从口传、手写、

木刻、铅印，迅速过渡到现在的电子阶段。从历史上看，佛法传播途径和佛经载体的每一次改变，都会推

动佛学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的新一轮高潮。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正处在古今、东西文化的交叉点上，尤其

是在佛典电子化的“换笔”阶段，我们与其他国家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现在建立的“译场”，在内

涵上就覆盖了欧阳渐所概括的结集——阐发——翻译——刊刻四个环节。即：一、在全球范围内对梵、巴、汉、

藏等语系藏经，按新的分类原则和主题词检索体系重新结集；二、在东西宗教和哲学对话融通的现时代， 
运用宗教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对佛典重新阐释；三、用严格的学术规范对古代佛典和今

人研究著作进行翻译和再翻译，绝非闭门造车式的对汉译佛典进行简单的白话语译；四、通过网络、光盘、

音像、印刷品等载体出版发行。 
 
第三，现在虽然没有鸠摩罗什、玄奘这样的大师级主译人才，但无论是佛教界还是文化学术界，都已经培

养出我们自己的佛学博士、硕士。不少从国外学成回国的法师，每个人都带回大量的外文佛学论著。这些

书籍若能翻译出来，将会像当年杨仁山从日本引进大量中国失佚佛书一样，推动下个世纪中国佛学又一次

中兴高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连同书又流失了。笔者多年前就提出过要建立一些储备人才的“蓄
水池”，以吸纳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大学、研究所培养出来的僧俗人才。只要我们健全“筑巢引凤”的
机制，建立“讲译同施”或“精选助手”式的译场，都是具备现实可能性的。 
 
最后，由佛教界和民间建立译场的经济基础已然成熟。各地风起云涌的塑造超级大佛的繁荣局面，使世人

感到中国佛教的财富正在极大地涌流。与成亿成千万元的投入相比，建立并维持译场运转的经费，不过是

这些超级大佛身上的一根“佛指”而已！但恰恰是这根“佛指”，才真正是中国佛教的慧命所寄。使人们感到 
欣慰的是，佛教界不乏有识之士，已经着手向建立译场的方向努力。苏州西园寺在 1997 年夏天曾召集一

批学者和出版界人士，讨论编译《世界佛学名著译丛》。这件事虽然至今尚未落实，但给困顿中的佛学界

提供了一线光明。既然一个寺庙都能发愿做这件利国利民利佛法的大事，那么如果有若干寺院、若干大学、

若干企业联合，共同建立或分别建立一些译场，这样的日子大概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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